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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滋病污名由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两部分构成。前者指公众所持有的对艾滋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偏

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后者指艾滋病感染者感知到的来自公众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并由此产生的负面自

我认知。测量主要从未感染者和感染者两个层面展开。艾滋病的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广泛存在于个人、家庭、

医疗、媒体等诸多领域, 阻碍艾滋病的有效防治并损害社会平等。减少艾滋病污名的干预既需要消除公众的

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改善社会环境; 也需要感染者自我的心理健康和治疗意愿, 提升生活质量。未来应该

从未感染者和感染者的双重视角出发, 对其相互作用机制、测量工具、干预措施及连带污名等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  艾滋病, 公众污名, 自我污名, 双重视角, 干预策略 

分类号  B849:C91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又称艾滋病, 是由艾

滋病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引

起的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

和母婴等渠道传播, 攻击人体免疫系统, 使个体

易于感染其他疾病, 具有较高的致死率。世界卫

生组织数据显示, 2018 年全球约有 3, 790 万人感

染艾滋病(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中国

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 中国报

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 85 万例, 死亡 26.2 万例, 全

人群感染率约为万分之九。阻碍艾滋病有效防治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艾滋病污名(HIV stigma)的普

遍存在。由于艾滋病病毒会通过一些公众认为“不

道德”的行为, 如高危性行为和毒品注射等传播, 

使得公众易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进行道德评价, 

产生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给他们贴上“非道德”

标签(Galindo, 2013)。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在认同和

内化公众的看法后, 内心容易出现怀疑、抑郁、

焦虑等负面情绪, 对外界产生恐惧、隐藏、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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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等心理和行为(Blake et al., 2017), 极大降低

他们的检测或治疗意愿(Katz et al., 2013)。因此, 

艾滋病污名相关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近年国内关于污名的综述多聚焦于心理疾病

和身体意象。如李强等人(2008)评述了心理疾病污

名的成因理论、形成过程、作用机制和干预措施; 

岳童等人(2012)进一步指出心理疾病的自我污名

是影响心理康复的高危因子, 应对患者和公众分

别进行干预。段文杰和冯宇(2018)则系统回顾了体

重污名的表现、测量工具和对被污名个体的消极

影响。现有文献中对艾滋病污名的系统回顾较少。

杨玲等人(2007)基于艾滋病污名的形成过程 , 区

分了符号性污名和工具型污名; 刘颖和时勘(2010)

从归因理论、社会文化理论和道德理论出发, 分

析了艾滋病污名的成因机制、负面影响和干预措

施。与以往研究不同, 本文从未感染者和感染者

的双重视角出发, 在公众与自我的交互影响中对

艾滋病污名的相关研究进行整合性思考, 以期为

今后的实证研究指明新方向。 

1  基于双重视角的界定和测量 

1.1  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 

艾滋病污名还未有普遍认同的概念界定。大

多数研究指出, 这是一种复杂的个人与社会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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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现象, 主要从未感染者和感染者两种视角进行

阐释(Earnshaw et al., 2013)。 

基于未感染者视角的艾滋病污名是公众污名, 

主要来自于未感染群体 , 从未感染者指向感染

者。由于早期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存在误解, 

认为艾滋病是通过“不道德”行为感染, 进而容易

对艾滋病感染群体产生偏见和恐惧, 因此 Herek 

(1999)将艾滋病污名定义为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

及与之有关的个人、团体和社区的偏见、轻视、

诋毁和歧视。Link 和 Phelan (2001)回应了过去研

究对污名的定义过于模糊和过于关注个人的批评, 

认为污名是“贴标签”、“刻板印象化”、“认知区分”、

“社会地位丧失”与“歧视”这些成分在“权力运用”

的 背 景 中 同 时 发 生 的 产 物 , 是 污 名 化

(Stigmatization)的结果。也就是说, 艾滋病污名是

艾滋病感染者被污名化的结果：由于感染途径中

存在公众认为“不道德”的途径, 艾滋病感染者被

贴上“不道德”标签; 根据道德判断, 艾滋病感染

群体被未感染者认为是具有负面属性的群体; 未

感染的“有道德”的公众会因此与艾滋病感染者产

生“我们”和“他们”的群体划分; 艾滋病感染者会

因为这种负面贬损属性而逐渐丧失其社会地位和

社会声誉, 受到未感染者的歧视和排斥。这个过

程突出了未感染者对艾滋病感染者的道德判断和

群体划分, 体现了未感染者对感染者进行单向命

名的权力关系。综上所述, 艾滋病未感染者视角

下公众污名表现出复杂性和结构性, 并不是单一

的歧视结果, 而是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表现出的

一系列负面的情感、认知、态度和行为(Valdiserri, 

2002)。可以看出, 艾滋病公众污名在本质上是艾

滋病未感染群体对艾滋病感染群体的情感、认知

和行为, 忽视对艾滋病感染群体的影响及其自身

感受。 

基于感染者视角的艾滋病污名是自我污名 , 

主要从艾滋病感染者的自身感受去界定。Scambler 

(1998)认为 , 疾病污名分为两类 , 分别是感知污

名(felt stigma)和实际污名(enacted stigma), 前者

指患者因为自身疾病而担心被歧视, 而后者则是

患者真实感受到了自己被他人歧视。Bogart 等人

(2008)发现 , 在艾滋病领域 , 感知污名和实际污

名都会发生, 但是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而言, 都体

现为艾滋病感染者自身知觉到的污名体验, 因此

认为艾滋病污名是艾滋病感染者及其相关个体知

觉到的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歧视和排斥。Corrigan

等人 (2005)则指出 , 从个体认知理论模型来看 , 

个体的认知受到自身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的限制, 

疾病污名实际上是个体自身认知所构建的：个体

在感受到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污名化后, 会将污

名化过程指向自己, 认同他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对自己产生负面信念和偏见, 进而产生例如低自

尊和低自我效能感的消极认知 , 甚至可能“破罐

子破摔”, 放弃寻求帮助, 放任自我。所以, 艾滋

病感染者视角下的自我污名不仅仅是艾滋病感染

者感知到的歧视和排斥, 也是感染者的自我负面

认同, 而且这种自我负面认同会通过不断恶化的

负面情绪, 阻碍艾滋病感染者披露感染情况、获

取社会支持(Mak et al., 2007)。可以发现, 艾滋病

自我污名在本质上是艾滋病感染者会感知到来自

他人和社会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而后还会

产生带来诸多负面结果的自我负面认知。 

事实上, 无论是从未感染者视角还是感染者视

角来界定艾滋病污名, 都无法全面揭示艾滋病污名

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影响。Earnshaw 和 Chaudoir 

(2009)综合分析已有研究成果 , 提出一个艾滋病

污名平行概念的框架。该框架将艾滋病污名划分

为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 以平行关系揭示两种个

体在面对艾滋病污名时心理和行为的发生、发展

过程, 继而揭示两者的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 

基于未感染者视角的公众污名表现为公众对感染

群体的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而基于感染者视

角的自我污名则是被污名群体将公众的偏见、刻

板印象和歧视进行表现、预期和内化, 进而形成

自我偏见和自我歧视, 最终表现为个体的自我认

知。仔细观察 Earnshaw 和 Chaudoir 提出的艾滋病

概念框架可以发现, 虽然确实涉及到了对社会文

化和道德因素(刘颖, 时勘, 2010)的探讨, 其本质

依然是以归因理论为中心的污名解释框架, 即核

心关注点依旧是心理学视角下艾滋病污名的形成

过程。需要注意的是, 污名化过程涉及到了社会

隔离与社会权力(Link & Phelan, 2001), 污名一定

程度上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Parker & Aggleton, 

2003)构建的产物, 而受污者受到的社会影响也与

公共观念、制度形式和道德文化(Yang et al., 2007)

息息相关。因此, 在界定艾滋病污名时, 除了要包

含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基于感染者和未感染者视

角的污名形成机制的阐述, 还应该考虑更为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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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互动下的公众污名和自我

污名, 从而更为全面地界定艾滋病污名。 

1.2  艾滋病污名的测量工具 

与上述通过双重视角对艾滋病污名进行概念

界定相一致, 其测量也分为基于未感染者视角和

感染者视角的工具。 

基于未感染者视角的公众污名测量主要是测

量未感染艾滋病的公众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情

感、认知和行为, 测量工具经历了从特定人群到

普遍人群的发展, 也体现了从本土化到跨文化一

致的趋势。 

Davis 等人(1999)开发了 18 个题项的国际艾滋病

问卷中文版(International AIDS 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这一自我报告问卷测量青少年对艾滋病

和艾滋病病毒的认识及态度的 4 个维度：事实知

识(factual knowledge) (3 项)、偏见(prejudice) (5

项)、个人风险(personal risk) (3 项)和对艾滋病毒

传播的误解(misconceptions about HIV transmission) 

(7 项)。被试需要对“艾滋病毒可以从母亲传染给婴

儿(HIV can be transmitted from mother to baby)”、

“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应该远离学校 (People with 

HIV should be kept out of school)”、“你可以通过接

种艾滋病疫苗来保护自己免受感染(You can protect 

yourself against AIDS by being vaccinated for it)”、

“艾滋病毒可以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HIV can be 

spread through coughing and sneezing)”等问题进行

同意程度的回答, 范围从 1 分(强烈不同意)到 5 分

(强烈同意)。该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76, 表明

量表信度可以接受。而在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中

进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该量表四因子

结构模型拟合良好, 结构效度得到验证。而 Davis

等人(2007)以美国(N = 200)和澳大利亚(N = 74)的

英语为母语的大学生为样本, 对国际艾滋病问卷

英语版(International AIDS Questionnaire–English 

Version)的信效度进行了评估 , 发现该量表具有

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克朗巴哈系数为 0.88, 且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支持四因子结构模型。在英语

国家文化背景下开发的 30 个题项的医务人员艾

滋病污名量表 (Health Care Provider HIV/AIDS 

Stigma Scale) (Wagner et al., 2014)测量了医务工

作者视角下的艾滋病污名。该量表采用 6 点李克

特型量表, 范围从 1 = 完全不同意到 6 = 完全同

意。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0.94, 其中偏见

(prejudice)分量表由 13 个题项组成, 克朗巴哈系

数为 0.91; 刻板印象(stereotyping)分量表由 11 个

题 项 组 成 , 克 朗 巴 哈 系 数 为 0.87; 歧 视

(discrimination)分量表由 6 个题项组成, 克朗巴哈

系数为 0.92。验证性因子分析支持该量表的三因

子结构。Xie 等人(2019)对从中国 52 个医院的 349

名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得到的数据进行结构验证发

现, 从医务人员艾滋病污名量表原始的 30 个项目

中提取 16 个项目后形成的更简短的三因子结构

能够解释 59.61％的方差, 且内部一致性较好, 克

朗巴哈系数大于 0.74。由此可以发现, 对艾滋病

公众污名的测量逐步走向跨文化适用取向。 

除了探索青少年、大学生和医务人员等特定

未感染者的公众污名情况, 更为广泛的普通人群

的测量也在发展。Herek 等人(2002)使用 1991 年、

1997 年和 1999 年三次对美国以英语为母语的成

年人的电话调查数据中评估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

(People with AIDS, PWAs)的污名情况和对艾滋病

传播误解情况的题项的回应数量, 构建了艾滋病

污名指数(AIDS Stigma Index)。其中, 受访者对 3

个题项的负面情绪(negative feelings)、3 个题项的

回避行为倾向(avoidant behavioral intentions)、2

个 题 项 的 对 公 开 感 染 者 信 息 的 认 同 (public 

revelation of the names of PWAs)以及 1 个题项的

认为感染者罪有应得(the belief that PWAs have 

gotten what they deserve)的羞辱性回应数量在总

调查人数中的占比即反映了公众污名情况, 而这

些题项的回应情况在所有年份的调查中都显示出

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 0.77, 1991; 

0.79, 1997; 0.77, 1999)。该指数所涉及的内容范畴

后来成为开发其他同类工具的基础(Bogart et al., 

2008; Grimm, 2017)。 

基于感染者视角的自我污名测量工具主要测

量的是艾滋病感染者对外界公众态度的反应和自

身的状态。与公众污名的测量类似, 无论是测量

人群的扩展还是测量工具的跨文化应用, 自我污

名的测量工具也在不断发展。 

Berger 等人(2001)梳理了污名和艾滋病感染

者心理属性相关的文献, 基于对来自不同社会经

济水平、传播途径、种族背景和美国不同地区的

318 名成年艾滋病感染者的调查数据, 开发了艾

滋病污名量表(HIV Stigma Scale)来评估艾滋病感

染者所感知到的污名。受访者在 40 个艾滋病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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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上都可以使用 4 点李克特量表来回答(从非常

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发现, 

艾滋病感染者视角下的自我污名包含 4 个维度, 

即 个 体 污 名 (personalized stigma) 、 披 露 担 忧

(disclosure concerns) 、 消 极 自 我 形 象 (negative 

self-image)和对公众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态度的担

忧(concern with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eople with 

HIV), 而这 4 个维度最终可以被“广义污名感

(generalized perceived stigma)”这一高阶因子解

释。数据分析显示, 这 4 个维度和总量表都显示

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90), 而

与自尊、抑郁、社会支持和社会冲突等构念的显

著相关性则支持了该量表的结构有效性。 

Berger 艾滋病污名量表此后成为了最常用的

艾滋病污名量表之一, 被应用到不同的人群和文

化中。例如 Bunn 等人(2007)根据美国农村艾滋病

患者样本对该量表的心理计量学特征进行了重新

分析 , 将个体污名维度更名为呈现污名 (enacted 

Stigma), 并将量表缩短成 32 个题项、四因子的简

短版 , 内部一致性保持良好(Cronbach’s α  ≥ 

0.90); Franke 等人(2010)在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

两个城市社区的 131 名成年艾滋病患者样本中验

证了缩减后的 21 个题项的艾滋病污名量表心理

测量属性, 数据表明,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

致性(Cronbach’s α ≥ 0.68)和良好的结构效度; 

Yu 等人(2019)使用中国成年艾滋病感染者样本数

据开发了 18 个题项的中文版艾滋病污名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Berger's HIV Stigma Scale)以

评估中国地区艾滋病感染者自我污名程度, 四因

子模型显示了良好的拟合性, 艾滋病污名与抑郁

症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且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 良 好

(Cronbach’s α ≥ 0.73); 为了检验 Berger 艾滋

病污名量表在不同性别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是否

有不同的功能, Reinius 等人(2018)对来自印度南

部(N = 250)、瑞典(N = 193)和美国(N = 603)的样

本数据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个体污名、消极自

我形象和对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态度的担忧这三

个分量表中, 与文化和性别相关的组间差异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 

值得注意的是, 感染者视角下的自我污名包

含艾滋病感染者知觉到的污名(包括实际污名和

感知污名)和感染者对自己的负面认同, 在实际测

量操作中 , 这二者往往也是一起呈现。例如 , 

Berger 艾滋病污名量表中, 个体污名表达了受访

者因感染艾滋病而产生的个人经历或害怕被拒绝

的感受, 披露担忧呈现出艾滋病感染者对自身感

染状况会披露的担心和焦虑, 对公众对艾滋病毒

感染者态度的担忧则涉及到受访者对当其他人得

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后的态度的预期, 这三个维度

都是受访者感知到的污名和实际污名。而消极自

我形象呈现了受访者感觉自己不干净, 不像其他

人那么好的体验, 呈现的是受访者内化了的污名

感受。类似的, Holzemer 等人(2007)在非洲 5 个国

家 1477 名艾滋病感染者中开发了多语言艾滋病

污名量表(HIV/AIDS Stigma Instrument)以衡量艾

滋病感染者感知到的污名。该量表一共有 33 个题

项, 六因子结构解释了 60.72%的方差, 在 6 个因

子中, 言语虐待(verbal abuse：故意的言语行为伤

害感染者, 例如嘲笑、侮辱、责备; Cronbach’s α = 

0.89)、医疗忽视(healthcare neglect：受访者因为

是艾滋病感染者, 所以在医疗环境中只能得到低

于预期的服务; Cronbach’s α = 0.83)、社交孤立

(social isolation：受访者因为是艾滋病感染者, 所

以被断绝社交关系; Cronbach’s α = 0.89)、害怕传

染(fear of contagion：因为害怕被传染而表现出的

害怕与感染者或者感染者使用的物品直接接触的

行为; Cronbach’s α = 0.80)和职场排斥(workplace 

stigma：基于个人身份不允许感染者拥有就业和工

作机会; Cronbach’s α = 0.76)都是受访者感受到的

污 名 情 况 , 而 消 极 自 我 认 知 (negative self- 

perception：基于艾滋病感染状态的自我消极评价; 

Cronbach’s α = 0.91)则体现了受访者负面的自我

评价。Zelaya 等人(2012)则划分得更为细致, 开发

了 8个题项的自我污名(self stigma; Cronbach’s α = 

0.77)、7 个题项的实际污名(experienced stigma; 

Cronbach’s α = 0.81)和 7 个题项的感知污名

(perceived stigma; Cronbach’s α = 0.85)三个平行

量表用以评估艾滋病感染者视角下的自我污名的

具体情况。数据分析表明, 三个分量表的因子结

构稳定 , 且分别都与个体抑郁水平显著正相关 , 

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除了基于未感染者视角或感染者视角所开发

的单一测量工具外, 有少数量表可以同时测量公

众污名和自我污名。如 Visser 等人(2008)基于南

非 1007 名未感染艾滋病的社区成员和 317 名艾滋

病孕妇的调查数据, 开发了一套含有三个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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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行污名量表(Parallel Stigma Scales)来测量艾

滋病相关污名。其中, 个人污名(personal stigma)

量表反映了群体或社区内个人所持有的对艾滋病

感染者的污名态度的程度, 是艾滋病公众污名量

表 ; 归因污名(attributed stigma)量表反映了个体

认为其他群体或社区中其他人所持有的污名态度

的程度 ; 内化污名 (internalized stigma)量表反映

了艾滋病感染者因该疾病而感到耻辱的程度, 受

访对象是艾滋病感染群体, 为自我污名量表。这

三个量表都使用相同的题目来询问受访者对陈述

同意与否(agree or disagree), 但都使用了适当的

词汇来改变出发视角, 从而可以从特定视角来评

估污名：例如个人污名量表中“我因为他人感染了

艾滋病毒而看轻他(I think less of someone because 

they have HIV)”对应的归因污名量表中则是“大多

数人因为他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看轻他 (Most 

people think less of someone because they have 

HIV)”, 而在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内化污名量表

中则表达为“我因为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而看轻

自己(I think less of myself because I have HIV)”。

数据分析表明 , 三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Cronbach’s α ≥ 0.70), 每个量表中的 12 个题

项 分 别 负 载 在 “ 责 备 与 评 判 (blame and 

judgement)” (6 项 ) 和 “ 人 际 距 离 (interpersonal 

distancing)” (6 项)这两个因子上, 两因子结构的

拟合指数在未感染群体和感染群体中都优于单因

子结构。该量表目前仅在非洲国家(Visser et al., 

2009)和中国文化背景下(Li et al., 2016)被使用, 

但其跨文化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与该平行量

表类似的量表还有 Wouters 等人(2016)在医疗环境

中针对医务人员开发的测量外部和内部艾滋病和

结核病污名的平行量表(Parallel Scales Measuring 

External and Internal HIV and Tuberculosis Stigma), 

从三个角度来测量艾滋病污名：外部艾滋病污名−

他人(others’ external HIV stigma)、外部艾滋病污名−

受访者(respondent’s external HIV stigma)和内部

艾滋病污名−受访者 (respondent’s internal HIV 

stigma)。外部艾滋病污名−他人测量的是受访者察

觉到的医疗环境中的同事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

排斥状况。外部艾滋病污名−受访者测量的是受访

者自身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排斥状况, 呈现了

公众污名情况 , 而内部艾滋病污名−受访者测量

的是假设受访者是艾滋病人的情况下受访者可能

产生的负面感受和负面自我认知状况, 即自我污

名状况。虽然信度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表明, 该

量表在信度(Cronbach’s α  ≥  0.71)和结构效度

方面均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 但是该量表

局限于医疗环境, 并且感染者视角下的自我污名

测量是情境假设式的, 其测量结果与真实的艾滋

病感染者的体验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还有待检验。 

2  基于双重视角的负面影响 

2.1  公众污名的负面影响 

公众污名会创造社会污名环境。新闻媒体对

艾滋病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公众对艾滋病的

偏 见 、 刻 板 印 象 和 歧 视 。 袁 菲 娜 (2010) 对

2003~2009 年中国主流媒体的艾滋病报道进行话

语分析后指出, 这些报道立场分明, 宣传了两种

不同的观点, 体现出强烈的道德色彩：通过社会

可接受的方式(如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值得被

提及。相反, 通过社会不可接受的手段(如高危性

行为)感染艾滋病的群体被看作不正常和危险的

群体而贬值。Ren 等人(2014)采用定量方法分析了

中国 8 个新闻媒体在 2000 到 2010 年间每一年世

界艾滋病日前一周和后一周发表的艾滋病相关文

章, 结果表明中国报纸上的艾滋病文章塑造了艾

滋病群体的刻板印象, 并据此提出改善新闻报道

方式可能是改变公众污名的一个有效途径。 

公众污名会对医疗健康提供者的态度和行为

造成负面影响。医疗健康提供者如医学生、护士、

医生, 作为和艾滋病直接接触的关键群体和高危

群体, 在治疗艾滋病感染者时极易产生排斥、歧

视和拒绝的态度行为(Feyissa et al., 2012), 这不

利于艾滋病感染者接受长期、稳定的专业护理。

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如隔离诊断、区别

对待等公众污名的外显行为, 会进一步加重患者

的心理负担(Cama et al., 2015)。有研究发现, 医生

或者医院的回避或歧视态度使得艾滋病感染者就

医权利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Wu et al., 

2008)。曹越等人(2018)发现中国医务人员对艾滋

病感染者存在负性刻板印象和恐惧心理, 且有医

务人员明确表达拒绝提供医疗服务, 并认同就医

隔离的观点。Pickles 等人(2009)分析过去 12 年的

专题文献, 指出护士在面对艾滋病感染者时持消

极态度, 不愿意为其提供护理, 持有的公众污名

程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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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污名会对艾滋病感染者造成负面影响。

公众污名创造了污名环境, 成为构建自我污名的

一个重要因素, 加剧感染者的自我污名, 损害被

污名化的人的健康福祉。Miller 等人(2016)评估了

42 个不同社区中的 206 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心理

困扰、旺盛感和身体健康状况。同时对这些社区

的 347 名居民进行了电话调查和隐性联想测试, 

测量了这些社区居民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偏见情

况。多层回归分析表明社区居民的偏见会带来艾

滋病感染者的心理困扰, 同时与艾滋病感染者的

身体健康负相关。此外, 艾滋病感染者极易遭受

污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认为艾滋病毒具

有高度传染性, 他们很容易被感染。有了这种信

念, 个体、家庭将艾滋病感染者视为一种威胁, 并

孤立他们。因此,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也会受到其

所生活家庭成员或具有亲密关系的恋人朋友的排

斥和疏远。作为未感染者的家庭成员或恋人朋友

容易在心理上产生隔阂, 在行为上排斥和疏远艾

滋病感染者 , 表现出公众污名 (Brown et al., 

2010)。Halli 等人(2017)在已婚艾滋病妇女样本中

进行横断面调查, 发现 88%的受访者遭受过来自

家庭和社区的歧视, 且家庭越贫困、妻子经济地

位越低、配偶年龄差异越大, 妻子感受到来自丈

夫和其他社区成员的污名程度就越严重。 

2.2  自我污名的负面影响 

艾滋病感染者的自我污名会使他们产生负面

情绪, 威胁其精神健康。Logie 等人(2013)对加拿

大地区的艾滋病阳性妇女样本进行横断面数据分

析, 发现自我污名与抑郁症呈显著正相关。艾滋

病的不可治愈性使感染者对未来的生命状态感到

担忧, 从而焦虑(Brandt et al., 2017), 而他人的歧

视和排斥会加重个体的焦虑感(Brent, 2016)。此外, 

经历自我污名的感染者会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 , 

损伤自尊。Mo 等人(2015)调查了中国农村地区

195 名感染艾滋病的孩子的自我污名, 发现他们

的污名程度与自尊、乐观显著负相关, 与抑郁、

焦虑显著正相关。 

自我污名还会对个体健康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包括降低或减少咨询、检测和持续治疗意愿/行为, 

增加高风险行为等。有学者组织中国南京地区的

49 位男男性接触者进行 7 次焦点小组访谈, 发现

持有较高自我污名的个体往往消极应对感染情况, 

不向家庭披露感染情况; 而持有较低自我污名的

个体往往能更主动地寻求社会支持和专业心理辅

导 , 提高检测意愿并积极接受治疗 (Wei et al., 

2014)。Pitpitan 等人(2012)对南非开普敦一家非正

式饮酒场所的 2572 名顾客进行问卷调查, 评估艾

滋病检测状况、艾滋病污名以及可能传播艾滋病

的风险性行为。结果显示艾滋病污名与检测意愿

呈负相关关系, 自我污名会导致更高的风险性行

为。Li 等人(2011)测量了 202 名艾滋病感染者的

疾病管理自我效能、自我污名、药物治疗依从性

和生活质量, 数据结果显示虽然自我效能感是参

与者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预测因素, 但

自我污名显著的调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报告较

高自我污名的参与者其治疗依从性低, 用药连续

性差 , 生活质量显著低于报告较低自我污名的

个体。 

2.3  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的协同影响 

对于感染艾滋病的个体而言, 其感知到的公

众污名和产生的自我污名会随时间变化而动态变

化, 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会对感染者的心理健康

和生活质量产生协同影响。Lindayani 等人(2018)

邀请两家艾滋病治疗医院和两个非政府抗艾滋病

组织分支机构的 215 名成年艾滋病感染者参加一

项关于艾滋病污名和生活质量的自我报告问卷调

查。自我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感染者在确

诊艾滋病后立即产生自我污名, 半年后感知到严

重的公众污名, 而且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都持续

存在。一方面, 自我污名独立影响与个人心理感

受有关的项目, 而公众污名则独立与较低分数的

社会和环境领域相关联。另一方面, 公众污名和

自我污名都与艾滋病感染者生活质量中的行动力

(mobility)、疲劳(fatigue)、日常生活活动(activity of 

daily living)、积极情感 (positive feeling)、自尊

(self-esteem)、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和自然环境

(physical environment)呈负相关关系。 

3  艾滋病污名干预的双重视角 

目前的干预研究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减少艾滋

病污名的双重视角, 现有干预策略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针对未感染者的公众污名, 旨在减少公

众歧视, 改善社会污名环境; 二是针对感染者的

自我污名, 旨在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 重视

其身心健康并加强治疗意愿。有学者意识到艾滋

病污名对未感染者和感染者的不同作用机制,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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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探索对两个群体同时进行干预的整合方法, 以

加强干预的有效性和长期性。 

3.1  消除公众污名 

对公众污名的干预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

消除未感染者对艾滋病的负面情绪反应; 二是改

变社会对艾滋病的整体认知。 

对于未感染者而言, 和艾滋病感染者近距离

接触、握手和拥抱时存在恐惧心理。降低恐惧心

理, 增加共情就成为消除公众污名的干预方向。

Wu 等人(2008)对中国云南的 138 家医护人员进行

为期 1 年的干预。通过参与小组活动, 包括角色

扮演、小组讨论、分发艾滋病感染者亲手制作的

礼物等 , 使其意识到医疗服务中的不平等问题 , 

从而增加共情、减轻恐惧, 最终减少医护人员的

公众污名。Lin 等人(2012)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也证明了高水平的共情态度与对艾滋病感染者的

回避态度显著负相关, 也就是说, 医护人员的共

情能力在为艾滋病患者提供优质护理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因此, Nyblade 等人(2018)就在医疗机

构中对医务人员进行一项参与式干预, 让医务人

员观看三段艾滋病感染者的自白和自省视频, 以

帮助医务人员增强共情, 从而减少医务人员对艾

滋病感染者的刻板印象和批判。此外, 降低恐惧

和增强共情同样适用于对普通未感染人群的干预, 

例如 Frye 等人(2017)设计的“挑战恐艾恐同、帮助

增能赋权(Challenge HIV Stigma and Homophobia 

and Gain Empowerment, CHHANGE)”干预方案就

使用“穿穿我的鞋(walk in our shoes)”这一活动来

帮助提高社区居民的共情和换位思考水平 , 以

此来减少普通居民对艾滋病和同性恋群体的公

众污名。 

此外, 研究发现掌握较多艾滋病科学知识的

个体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公众污名较低 (Hamra 

et al., 2005)。Eide 等人(2011)认为艾滋病科学知识

是公众对艾滋病情感和认知发生改变的必要条件, 

因此向大众提供有关艾滋病的科学知识可以有效

减少公众污名。Pisal 等人(2007)开发了一个艾滋

病知识和健康教育计划, 对 552 名医院护士进行

短期培训; 培训后, 研究人员对 371 名护士进行

再次测量, 发现护士的艾滋病科学知识了解程度

显著提高, 害怕与艾滋病感染者互动的恐惧心理

降低 , 公众污名显著下降。Berkley-Patton 等人

(2013)将具有地区影响力的 4 个教会随机分配为

干预组或对照组。分配到干预组的教会通过制定

艾滋病教育计划, 组织艾滋病检测活动, 包括分

发艾滋病知识册、张贴教堂公告、开展讲道活动

等多种形式, 对 543 名社区成员和教会成员进行

干预。6 个月和 12 个月后的调查结果显示, 干预

组的知识水平高于对照组, 公众污名水平低于对

照组。 

另外有部分研究通过改善新闻媒体的报道内

容和方式, 加强性安全教育和普及艾滋病知识来

达到改变整体社会认知、降低公众污名的目的。

Saleem 等人 (2012)发现媒体可以改变公众的情

感、认知和态度, 进而影响到社会行为。新闻媒

体是公众获取艾滋病知识、了解艾滋病群体的主

要途径之一(Gao et al., 2013)。Creel 等人(2011)制

定了“电台日记(Radio Diaries)”计划, 电台邀请艾

滋病感染者作为日记作者在节目中用他们自己的

话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 听众则是来自 30 个村庄

的 300 名参与者。300 名参与者被随机分到电台

干预组, 电台干预与小组讨论组和对照组中, 这

三组人在人口统计学和艾滋病知识上没有呈现出

显著差异。在干预结束之后测量这 300 名参与者

的公众污名情况, 包括对偶然接触的恐惧(fear of 

casual contact)、羞耻感(shame)、指责和批判(blame 

and judgment), 以及公开艾滋病感染情况的意愿

程度(willingness to disclose HIV status)。电台干预

组中的参与者听一名日记作者 20 分钟的日记片

段, 电台干预与小组讨论组中的参与者需要聆听

片段并在结束后进行 20~30 分钟的小组讨论, 而

对照组的参与者只收听一个 20~30 分钟左右的关

于童工的无关广播节目。回归分析表明, 虽然指

责和批判情况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电台干预措施

降低了参与者对偶然接触的恐惧, 减少了没有亲

密朋友或者家庭成员感染艾滋病的个体对艾滋病

感染者的公众污名。 

3.2  减少自我污名 

对减少自我污名的干预主要从提升艾滋感染

者的积极自我认知及获取社会支持两方面进行。 

自我污名使艾滋病感染者遭受极大的精神威

胁 , 严重的心理问题进一步加剧身体疾病反应 , 

因此有必要对艾滋病感染者实施心理辅导以减少

自我污名(Uys et al., 2009)。这种干预的重点在于

通过心理辅导和咨询解决感染者的心理问题, 减

少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 帮助其正确认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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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治疗信心、获得积极自我认知。Skinta 等人

(2015) 结 合 接 纳 与 承 诺 疗 法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和 慈 悲 聚 焦 疗 法

(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 对艾滋病感染者

进行综合团体干预, 旨在增加同情心并减少自我

污名。经过为期 8 周, 每周一次的小组活动, 让小

组参与者学习并运用正念技术, 接纳污名、接受

自我, 提升积极自我认知。该干预不仅有助于改

善艾滋病感染者的恐惧感和孤独感, 还能提升其

积极接受治疗的意愿。还有研究通过增加群体间

接触来减少自我污名。艾滋病感染者遭受其他群

体的歧视和排斥, 逐渐将负面自我信念内化, 形

成“你们−我们”之间的分离感。研究发现, 增加艾

滋病患者与医疗专业人员的接触, 向性伴侣披露

感染情况, 可以帮助艾滋病感染者降低自我污名

(Brent, 2016)。Harper 等人(2014)邀请 50 位新诊断

为艾滋病感染者的青年参加为期 12 周的干预, 主

要活动包括向他们提供艾滋病相关信息, 帮助其

增进应对技能, 加强与其他艾滋病感染青年的接

触频率等。结果显示, 在 3 个月的随访中, 他们在

披露感染问题和负面自我形象方面有明显改善 , 

整体自我污名显著降低。 

此外, 通过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寻求社会支持

也有助于降低自我污名。Takada 等人(2014)认为

增强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减少艾滋

病感染者的自我污名, 因为社会支持的提升将进

一步增加保护性影响以降低自我污名的产生。

Rolbiecki 等人(2016)以艺术形式为基础开发了一

个照片故事干预项目来提升因为感染艾滋病而遭

受污名的艾滋病感染者的幸福感。该干预项目中, 

8 名艾滋病感染者被要求拍摄与艾滋病相关的照

片, 照片要能体现出他们因感染艾滋病而体验到

的感受, 包括糟糕感受和好的感受, 而后他们需

要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中分享拍摄的过程, 第二次

和第三次小组会议中分享拍摄的内容、拍摄内容

反映的感受和对此可以采取的措施等, 而在第四

次小组会议中商议并达成在社区活动新闻稿中公

开展示他们拍摄的照片的计划。公开展览完照片

后, 研究者对每个参与者进行了 1 到 2 个小时不

等的个人访谈, 以探索照片故事干预这一过程如

何帮助他们表达自己的艾滋病感染经历和体验到

艾滋病污名的。访谈结果表明, 艾滋病感染者因

为感染艾滋病所经历的痛苦体验主要集中于忽视

(ignorance)、被披露的压力 (stressful disclosures)

和孤独(loneliness)。访谈内容还表明, 小组干预帮

助参与者认识到并不是只有自己遭遇到艾滋病污

名, 参与者的污名经历是普遍的, 这有助于参与

者的自信心, 在情感上拥有了可以共同面对污名

的同盟者。而在小组干预过程中, 小组成员通过

倾听各自的污名经历来建立联系, 互相帮助, 帮

助艾滋病感染者建立了新的支持网络, 提升了社

会支持感, 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和管理自我

污名。 

3.3  整合干预 

从艾滋病污名干预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 早

期的干预主要聚焦减少公众污名, 通过宣传艾滋

病科学知识, 让公众了解艾滋病感染途径, 进而

减少高危行为或在相关行为中采取措施, 保护自

己免受感染(Pisal et al., 2007)。随着艾滋病感染人

数的增加, 研究人员开始重点针对艾滋病感染者

进行干预, 即降低自我污名。在对感染者进行身

体治疗, 减轻疾病带来的生理痛苦的同时, 也对

感染者进行心理上的辅导, 增强其积极情绪, 改

善负面情绪体(Rolbiecki et al., 2016)。因此, 整合

干预的目的在于同时纳入两个群体, 将重点放在

艾滋病污名不同的产生与发展机制上, 形成良性

循环。 

目前仅有少数干预研究同时关注未感染者和

感染者。French 等人(2015)使用了整体多案例研

究设计, 对南非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及与其生活

紧密联系的其他成员进行干预, 以加强群体之间

的关系。通过增加污名认知、学习应对污名技巧

以及改善群体关系的方式, 使得感染者的自我污

名降低, 更愿意披露感染情况, 也让其他群体意

识到某些不恰当的污名行为, 自觉地减少公众污

名, 最终形成良性循环。Ma 等人(2019)在对艾滋

病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干预研究的系统评价中提

到, 与艾滋病感染者具有血缘、婚姻或收养等关

系的家庭成员也可能因与艾滋病感染者的关系而

遭受艾滋病污名。因此, 此类干预不仅应该关注

艾滋病感染者 , 也应该重视未感染者。Pretorius

等人(2016)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了

一次干预, 通过研讨会和深度访谈, 让他们对公

众污名和自我污名以及如何应对两种艾滋病污名

都有了更丰富的认识。这种干预让艾滋病感染者

感受到更多支持的同时, 也使家庭成员和其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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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成员意识到他们如何贬低感染者, 并促使他们

给予感染者更多支持。一方面, 整合性干预在更大

程度上促使未感染者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减

少其公众污名。另一方面, 整合性干预激发未感染

者的参与积极性, 促使其在减少感染者的自我污

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现干预效果的持续性。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 可以发现, 在艾滋病污名领

域存在“应用研究”发展优于“理论研究”的现状。

从本文的切入视角, 即未感染者和感染者的双重

视角来看, 干预研究已经初步出现了整合模式并

开展实证检验, 而更为基础的概念界定与测量研

究并未出现相应的整合模型。具体来看： 

4.1  基于两种视角的艾滋病污名研究发展不平衡 

首先, 关于艾滋病污名概念内涵的研究大多

集中在公众污名领域, 旨在研究未感染群体的艾

滋病知识水平和污名程度, 对于感染者的自我污

名研究相对不足。但是, 对于自我污名的深入研

究却是消除艾滋病污名的必要途径。虽然 Bogart

等人(2008)认为预期可能得到的公众污名和实际

体验到的污名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而言都体现为自

我污名体验, 但已有研究发现, 自我污名是一个

复 杂 的 体 验 , 包 括 污 名 态 度 (stigmatizing 

attitudes)、感知污名(perceived stigma)和观察到的

表现污名(observed enacted stigma)三个方面, 其

对艾滋病检测意愿具有不同的独立影响(Brendan & 

Nyblade, 2014)。因此, 未来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

探索自我污名的复杂内涵以及不同的自我污名元

素产生的不同影响。 

其次, 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绝不仅仅是艾滋

病污名这一概念的外延, 反而理应是内涵。从本

质上讲, 艾滋病污名是一种社会或结构层面的现

象(Link & Phelan, 2001)。Hatzenbuehler 等人(2013)

认为污名是人类健康不平等的根源, 艾滋病污名

破坏个体的各种资源渠道, 瓦解个体的社会关系, 

腐蚀群体健康。艾滋病污名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不

平等与其他社会不平等相结合 , 加剧社会歧视 , 

损害社会公平。例如, 艾滋病经常与男同性恋, 吸

毒人群 , 女性性工作者等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 , 

还与黑色人种, 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艾滋病污

名最终再现和维持社会不平等 , 特别是与阶级 , 

种族 , 性别和性行为有关的不平等 (Parker & 

Aggleton, 2003)。因此, 艾滋病污名的理论探索未

来应该将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宏观层面的元素

纳入其中, 以期更为全面地反映艾滋病污名本质

的、特有的属性。 

最后, 基于艾滋病污名概念开发的污名测量

工具也需要重视从未感染者或感染者的单一视角

向整合视角转变, 对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进行整

合测量。减少艾滋病污名干预研究的文献综述表

明, 同时测量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可以为减少污

名干预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价值, 单一层面的

干预评估不利于实现干预的长期效果 (Sengupta 

et al., 2011)。国内现有的测量工具多从单一视角

出发, 仅关注公众污名(Stein & Li, 2008)或自我

污名(Wu et al., 2015), 仅有少数研究在借鉴国外

量表的基础上开发了综合两者的量表(Li et al., 

2016), 但其广泛适用性还有待验证。因此, 正如

艾滋病污名概念的发展不应只局限于一个视角 , 

作为污名概念的操作化体现, 艾滋病污名的测量

也应走向综合全面的发展方向：从对象上来说 , 

艾滋病污名测量应该包括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 ; 

从内容上来看, 也应该考虑到存在性别、性取向、

年龄、教育等群体差异因素; 从结构上来讲, 微观

层面的个体, 中观层面的群体和宏观层面的社会

文化与社会结构都需要纳入测量范畴。 

4.2  基于两种视角的艾滋病污名发生、发展机制

及其交互作用不明晰 

Earnshaw 和 Chaudoir (2009)指出未感染者和

感染者分别经历着平行但又完全不同的公众污名

和自我污名, 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对艾滋病相关

行为结果产生交互影响, 例如影响个体的抑郁焦

虑情绪、检测意愿, 甚至社会政策的实施等。艾

滋病感染者无论在社区生活还是在医疗卫生机构

接受治疗, 与未感染成员的频繁接触都易遭受不

公平对待, 污名使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的社

会地位, 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相互关联, 相互影

响(Hatzenbuehler et al., 2013)。然而, 现有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公众污名或自我污名单行道的生成、

发展和作用机制, 忽视了交互作用的影响。 

艾滋病污名的概念框架(Earnshaw & Chaudoir, 

2009)指出未感染者视角和感染者视角下艾滋病

污名的发生发展机制。公众污名有三种作用机制：

偏见是指公众(即未感染者)对艾滋病患者的恐惧、

反感、愤怒等负面情绪和态度, 导致对感染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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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和疏远; 刻板印象即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固

有的观点和认知, 影响感染人群检测艾滋病的意

愿和行动; 歧视即公众对感染者偏见的行为表达, 

影响呼吁减少歧视行为的社会政策。自我污名同

样包含三种作用机制：表现污名指艾滋病感染者

在生活中遭遇偏见与歧视后, 产生心理痛苦, 继

而威胁精神健康; 久而久之, 感染者能够预见未

来生活中可能遭受偏见和歧视, 由此形成预期污

名; 最终, 感染者将这一系列的负面情感和信念

进行内化, 形成负面的自我认知即内化污名。除

了上述单行道的作用机制, 还存在着多行道的交

互作用路径。公众污名(偏见、刻板印象和歧视)

不仅影响自身心理、行为和健康结果, 也影响自

我污名作用机制及其心理、行为和健康结果。例

如, 未感染者的歧视表达极有可能阻碍感染者主

动披露艾滋病感染情况, 不利于感染者积极寻求

社会支持(Sweeney & Vanable, 2016)。未感染者的

排斥和疏远等心理和行为则会加剧感染者的自我

污名, 使其承受更为严重的精神痛苦, 遭受生理

和心理的双重折磨 , 不利于艾滋病的有效防治

(Turan et al., 2017)。此外, 感染者的自我污名作用

机制是否在影响自身心理、行为和健康结果之余

也影响着未感染者的心理、行为和健康结果, 有

待进一步探究。 

通过衡量和区分艾滋病污名在未感染者和感

染者的作用机制, 研究人员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

艾滋病污名如何影响健康和福祉, 并更好地探索

针对未感染者和感染者不同的干预措施, 以改善

公众污名和自我污名对艾滋病相关结果造成的不

同影响(Earnshaw et al., 2013)。此外, 艾滋病污名

更是一个多层次、复合的概念, 受到诸多社会层

面因素的影响, 其既体现在公众、社区等缺乏艾

滋病知识, 媒体歪曲报道艾滋病新闻, 对艾滋病

群体表现出偏见和刻板印象; 又经常与边缘性行

为相混淆, 如性工作、吸毒行为, 与弱势群体交织

在一起(Sengupta et al., 2011)。即需要强调, 艾滋

病污名是由未感染者和感染者共同构建的, 更确

切地说, 是未感染者和感染者在互动中构建的。

因此, 对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的交互作用的探索

同样势在必行。 

4.3  基于两种视角的艾滋病污名干预方案不完善 

现有的艾滋病污名干预策略多是单一的, 大

多数的干预措施针对的仅仅是单一的污名领域或

社会生态层面(以个体干预为主), 且主要集中在

干预医疗健康服务提供者领域。这种干预的不平

衡性大大限制了干预效果, 因为艾滋病污名在未

感染者层面和感染者层面往往同时发生, 公众污

名和自我污名会对社会大众、医护人员、艾滋病

感染者等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艾滋病污名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即不利于感染

者接受专业治疗。艾滋病污名降低感染者的检测

意愿和治疗持久性。对于感染者来说, 坚持长期

服药, 保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情。因为担心被歧视, 一些感染者隐瞒阳性结果

和病史 , 拒绝采取阻断艾滋病传播的安全措施 , 

不接受治疗, 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有研究证明具

有良好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容易保持健康行为 , 

但艾滋病污名显著地调节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严

重降低感染者的药物依从性和生活质量(Li et al., 

2011)。另一方面, 艾滋病污名最大的危害是严重

阻碍艾滋病的有效预防。艾滋病污名是阻碍艾滋

病感染者寻求专业救助, 降低死亡率的主要障碍

之一, 更成为预防艾滋病流行的重要障碍(Brent, 

2016; McAteer et al., 2016)。污名对于个体造成的

精神威胁可能使其产生报复他人的念头。因为受

到歧视, 一些感染者自暴自弃, 恶意发生高危行

为, 如随意与他人发生无安全措施的性行为, 报

复社会(Johnson et al., 2014)。研究认为随着医学

的发展, 艾滋病已经成为一种低致死率的慢性病, 

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病死亡率得到缓解, 但艾滋病

的感染率仍呈现上升趋势, 很重要的原因是艾滋

病污名的存在, 对于艾滋病的主观道德批判是无

法通过医学手段来解决的。因此, 只有从感染者

视角和未感染者视角双管齐下, 对艾滋病公众污

名和自我污名进行综合干预, 才能有效降低污名

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 

此外, Li 等人(2015)发现, 除了个体行为与态

度, 社会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在污名干预过程中也

有重要作用。然而很少有干预策略从宏观层面出

发, 将政府政策、社会规范、社区治理和个体干

预相结合。Mahajan 等人(2008)认为减少污名的干

预策略必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应该基于社区

实体, 综合考虑法律和政策活动, 制定针对社区

组织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干预策略。此外, 对干预

策略的效果评价存在数量不多、范式不科学的问

题。Stangl 等人(2013)指出由于污名干预策略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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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异质性限制了对减少艾滋病污名干预策略有效性

的综合评估。因此, 未来应该注重干预策略综合性

的实证研究, 将多领域和多社会生态层面相结合, 

未感染者层面和感染者层面相结合, 探索多层次

的干预方法, 加强对干预平衡性的追求。对未感

染者和感染者的干预效果进行评估整合, 并探讨

不同干预策略的优势, 力求干预效果的最大化。 

4.4  兼顾两种视角的特殊群体的污名有待深入

研究 

前文对公众污名的负面影响的论述指出, 部

分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成员或恋人朋友作为未感

染者会表现出对感染者的歧视, 即展现出公众污

名。除此之外, 当个体“通过社会结构与被污名化

的个体相关联”时 , 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可能会在

某些方面将两个个体视为一个整体, 与受污名个

体具有社会结构关联的个体同样会被污名化, 研

究人员将这种污名定义为连带污名 (courtesy 

stigma) (Ali et al., 2012; Goffman, 1975)。因此, 艾

滋病感染者家庭成员或恋人朋友因其接触的紧密

性, 可能被当作一个个体对待, 受到来自社区其

他成员的歧视和污名。 

Bogart 等人(2008)对美国 33 个艾滋病家庭进

行半结构式访谈, 发现 10%未感染家庭成员因与

其感染艾滋病的父母接触而蒙受歧视和污名。类

似地, Wu 等人(2009)对中国 30 位艾滋病感染者及

其 15 位家庭成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调查结果表

明艾滋病污名致使家庭失去“面子”, 破坏家庭内

部关系和更广泛的家庭社交网络。未感染的家庭

成员因此蒙羞, 连带污名对家庭身份和家庭成员

互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并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方

方面面。Liu 等人(2014)对中国 256 名艾滋病感染

者和 256 名他们未感染的家庭成员使用如“艾滋

病毒感染者应受到配偶和家庭成员的排斥” (公众

污名), “因为我的家庭成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

况, 我觉得被周围的人疏远了” (连带污名), “因为

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 我觉得被周围的人疏

远了” (自我污名)等题目进行测量, 结果表明, 虽

然未感染的家庭成员表现出的公众污名和感知到

的连带污名低于感染者感知到的来自家庭成员的

污名和自我污名, 但是家庭成员表现出的公众污

名和感知到的连带污名是切实存在的。一篇叙述

性综述梳理了 1996 年到 2016 年在 PsychINFO 数

据库、ProQuest 数据库和 PubMed 数据库中出版

的对父母是艾滋病感染者的儿童受到的污名进行

探索的研究, 囊括了来自中国、卢旺达、苏格兰、

南非和美国共计 26 篇文章, 最终证实了不同国家

和文化的儿童都因为有艾滋病感染的父母而感知和

经历过污名, 而且这些感知到或实际体验到污名

的孩子更可能陷入贫困和心理健康问题(Mason & 

Sultzman, 2019)。 

迄今为止, 对艾滋病污名的研究聚焦于从未

感染者视角或感染者视角的单一视角切入, 来探

究艾滋病污名的测量、作用机制和干预策略, 对

与感染者有社会联系的群体对感染者产生的污名

和受到污名的关注不足。未来的研究需要突破未

感染者和感染者视角 , 将家庭成员等与感染者有

社会联系的群体纳入考虑, 从污名化(stigmatization)

和病耻感(perceived stigma)的视角出发 , 以污名

化视角来探讨施者(包括公众和感染者的社会联

系群体)对受者(包括感染者和感染者的社会联系

群体)的污名过程, 以病耻感视角来探讨受者(包

括感染者和感染者的社会联系群体)感知、体验和

内化污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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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stigma based on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 uninfected and the infected 

DUAN Wenjie1, LI Yumei2, HE Along3, WU Tong1 
(1 School of Social and Public Manag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30,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a) 

(3 Huawei Device Co., Ltd. Shenzhen Branch, Shenzhen 518116, China) 

Abstract: HIV stigma consists of public stigma and self-stigma.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public's prejudice, 

stereotyp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PLWHA);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perception of prejudice, stereotype and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public, and thus negative self-recognition is 

formed. The measurement is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he uninfected group and the infected individuals. HIV 

stigma is widespread in many areas of life such as individuals, families,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the media. 

Public stigma and self-stigma survive together, hindering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owards 

HIV/AIDS, and undermining social equality seriously.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HIV stigma not only focus on 

eliminating prejudice, stereotype and discrimination of uninfected group,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 stigma 

environment, but also focus on paying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and treatment willingness of 

infected individuals,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HIV stigma intervention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infected and uninfected group.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measurement tools,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courtesy stigma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he uninfected and the infected groups. 

Key words: HIV/AIDS, public stigma, self-stigma, dual persp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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